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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明 代 疫 灾 应 对 机 制 研 究∗

何 欣 峰

摘　 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疫灾年份达 ２００ 余个，疫灾县数超过了 ３０００ 个。 为了应对疫

灾，明代完备了上报机制、祈禳机制、救治机制、赈恤机制、生产机制和监察机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由于医疗

资源不足、防范意识淡薄、疫病知识缺乏、救灾制度僵化、政治腐败等，其疫灾应对机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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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的高发期。 据龚胜生统

计，过去 ３０００ 年来，中国疫灾发生频度上有两个明

显的高峰期。 第一高峰期为魏晋南北朝，其疫灾频

度约 ２１％；第二高峰期为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

达 ５９．６％。 而在总共 ６６９ 个疫灾年份中，明朝占

２５．３％，疫灾频度达 ６１％。①本文拟就明代疫灾的概

况、政府应对的措施予以简要梳理和总结，以期对相

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明代疫灾概况

研究明代疫灾应对，应建立在对明代疫灾基本

情况有所掌握的基础上，下面将在概述前人成果的

同时，对明代疫灾的数量、时空分布、影响情况进行

简要的分析。
１．明代疫灾的数量

明代疫灾的数量，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邓云特

认为明代发生疫灾 ６４ 次②。 陈高佣说明代发生瘟

疫 ６９ 次③。 张剑光统计出明代疫病流行有 １１８ 个

年份，发生疫灾 １８０ 多次。④邱云飞指出，明代共发

生瘟疫 １８７ 次，分布在 １１９ 个年份。⑤梅莉、晏昌贵

认为明代共有 １１６ 个年份有疫灾发生，共计 １７８

次。⑥王玉兴列出明代疫灾 ４０ 次⑦。 笔者依据龚胜

生编著《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一书的史料，将
县级政区作为疫灾及空间分析的基本单位，统计出

明代疫灾年份为 ２２４ 个，疫灾县数 ３３４４ 个。⑧

２．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

关于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张剑光认为明代疫

灾呈现出后期比中期多，中期比前期多的局面，疫灾

数量从前期到后期呈逐渐上升趋势，而嘉靖和万历

两朝疫灾发生次数最多；地域上，东南沿海地区、湖
广地区、华北地区、陕西为中心的西北部干旱地区是

疫灾的高发区。⑨邱云飞等认为疫灾在明代是逐渐

严重的， 明末达到了顶点， 年发生概率达到了

１０６．８２％；季节上，夏季的瘟疫最多；月份上，五月的

瘟疫次数最多；空间分布上，南方疫灾重于北方。⑩

梅莉、晏昌贵认为，按时期统计，明代疫灾数量有逐

渐增加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南方明显多于北方，
南方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省。鞠明库认

为，明代疫灾在时间分布上，前期总体较轻，中后期

逐渐严重，并指出中后期疫灾的集中爆发是跟这一

时期的气候异常紧密相关的。 在寒冷、干旱气候的

影响下，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后期）爆发了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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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灾。 在地域分布上，明代疫灾分布区域非常广泛，
两京十三省皆有疫灾，但主要集中在江淮流域和北

方五省区。 并指出这种地域分布的不平衡，一方面

是因为北方地区和江淮流域深受季风影响，气候变

化大，容易形成疫灾发生的必要气候条件；另一方

面，这两个地区是明代经济发达的区域，人口众多而

且人口密度大，一旦瘟疫形成容易快速扩散形成大

规模的疫灾。

根据笔者统计，明代疫灾在时间分布上整体呈

现出前轻后重的特点，从洪武到天顺，疫灾年份为

５４ 个，疫灾县数 ３２３ 个；从成化到隆庆，疫灾年份为

１００ 个，疫灾县数为 １２１０ 个；从万历到崇祯，疫灾年

份为 ７０ 个，疫灾县数为 １８１１ 个。具体到各朝，疫
灾最为严重的为崇祯朝，１７ 年中每个年份均有疫

灾，疫灾县数 ７７８ 个，年均疫灾县数 ４５．８ 个；其次为

万历朝，４８ 年中 ４６ 个年份有疫灾，疫灾县数 １０１３
个，年均疫灾县数 ２１．１ 个；再后为嘉靖、正德两朝，
年均疫灾县数分别为 １５．３ 个和 １３．６ 个。 在空间分

布上，呈现出江淮流域及北方地区较重，西南地区较

轻的特点。 分地区来看，在两京十三省中，南京疫灾

最为严重，受灾年份有 １０７ 个，受灾县数为 ４９６ 个；
其次为北京，受灾年份为 ５７ 个，受灾县数为 ３６２ 个；
再后为湖广、河南，受灾年份和受灾县数分别为 ７７
个、６４ 个和 ３３１ 个、３０７ 个；疫灾最轻的地区为贵州、
广西、云南，受灾县数均不到 １００ 个。

３．明代疫灾的影响

疫灾影响的最直接后果是人口的大量减少。 据

《明史·五行志》，因疫灾死亡万人以上者就有 ４ 条

记载：“永乐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
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永
乐八年，“邵武比岁大疫，至是年冬，死绝者万二千

户”。 “正统九年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
明年，死者三万余人”。 景泰七年五月，“桂林疫死

者二万余人”。 其他如正德六年，“辽东定辽左等

二十五卫大疫，死者八千一百余人”。 万历十四

年，“汴梁大旱且疫，诸门出死亦且数万”。
疫灾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对经济产生了

多方面的影响。 其一，减少了劳动力，对农业造成严

重冲击。 一是大量土地荒芜，如永乐五年八月，江西

新城县民“多疫死，民田四百八十余顷俱荒”。 万

历二十九年，新蔡 “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地尽荒

芜”。 二是庄稼不能及时收割。 万历十六年，扶沟

“大疫，死者强半，麦熟无人收”。 大名县大疫，
“夏麦大稔，委弃在野，无收刈者”。 崇祯十四年

夏，固始“大疫，人相食，死者十之六七，二麦无主收

获”。 其二，导致物价飞涨，经济秩序紊乱。 如嘉

靖二年，“南都旱疫，死亡相枕籍，仓米价翔贵至一

两三四钱”。 万历十六年春，沈邱“大疫，斗麦二

钱”。 崇祯十四年春，偃师“大疫，死者枕籍，斗米

五千钱”。 其三，对瘟疫流行的担心，造成重大工

程延期。 如嘉靖三十三年，御史黄国用称，“水旱疾

疫之后，民力困竭，物价腾踊，商人畏买办之艰，车户

病载运之苦，往往毁家鬻具以逃，闾井萧然”。
疫灾还对社会伦理产生极大的影响，出现人相

食的情况，如正德三年，寿州“大饥疫，人相食”。
嘉靖九年三月，赵州临城县“大饥疫，下村民周佐食

妻及子”。 崇祯九年，淅川“饥荒之余，疫瘟大作，
死者仆道，人即啖之，父子夫妇老稚更相蚕食”。
崇祯十五年，黄州“大饥，继以疫，人相食”。

军事行动有时也会受到瘟疫影响，如嘉靖三十

二年九月，一批倭寇被明军包围在太仓南沙岛长达

五月之久，次年正月，军中发生瘟疫，倭寇趁虚“溃
围出海，转掠苏松各州县”。

此外，疫灾对明代政治具有重要影响，鞠明库关

于灾害与明代政治的论述适用于疫灾对明代政治的

影响，此不赘述。

二、明代的疫灾应对机制

明代虽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疫灾治理机制，但疫

灾应对却包含在荒政之中，主要包括疫灾上报、疫灾

控制、疫病救治、灾民赈恤等方面。
１．疫灾上报机制

明代建立了较为严格的报灾制度，报灾主体有

一个逐渐规范的过程，由前期的多元主体报灾逐渐

过渡到中后期以抚按报灾为主。

明代初期报灾主体主要有户部、抚按、地方政府

等。 如户部，永乐八年二月，户部启：“江西建昌府

新城县永乐五年八月民多疫死，官民田四百八十余

顷俱荒。”如抚按，永乐九年六月，巡按河南监察御

史李伟言：“磁州、武安等县民疫死者三千五十余

户，荒芜田土千三十八顷有奇。”如地方政府，永乐

十七年五月，福建建安县知县张准言：“建宁、邵武、
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

千六百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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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报灾主体逐渐固定为抚按。 如正

统八年七月，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张淑言：“福州府古

田县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夏四月境内疫疠，民男妇死

者一千四百四十余口。”景泰五年二月，巡抚江西

右佥都御史韩雍奏：“去冬建昌府属县大疫，男妇死

者八千余人。”此时少见其他两种报灾主体。
２．疫灾祈禳机制

禳灾，是指用祈祷的方式希望上天或诸神消除

灾患，包括祈雨、祈晴、驱蝗、祛疫等等。 瘟疫流行之

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进行祈禳以期消弭疫灾。
祈禳，有皇帝亲自进行的，更多的是委托中央官

员赴灾区祈禳。 祈禳对象一般是受灾地区境内的山

川之神。 如正统十年六月癸卯，因为浙江台州、宁
波、绍兴三府以及陕西西安府瘟疫流行，明英宗派遣

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祭南镇会稽山之

神，通政使司右参议汤鼎祭西岳华山之神、西镇吴山

之神。正统十一年十二月甲辰，因为甘州等处疾

疫，派遣右通政王锡祭西岳华山、西镇吴山之神，太
常寺丞李宗周祭甘肃境内山川之神。

有些祈禳是由当地政府官员主持的。 如成化七

年五月，因为京城饥民疫死者多，顺天府府尹李裕率

本府官择日斋戒诣城隍庙祈禳灾疠。成化十一年

八月，福建“诸郡县疫气蔓延，死者相继”。 次年正

月，福建布政司官祭境内山川等神。

禳灾不仅形式多样，且影响深远，因为大灾之

时，民不聊生，禳灾显示了统治者对灾情的重视，可
以起到警示百官、安定民心的作用。

３．疫病救治机制

为了救治身染瘟疫的人，明代统治者多采取遣

医送药的方式。 如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因为“盛夏

炎郁，散为疫疠，都城内外之民僵仆相继”，嘉靖皇

帝即“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药物，设法给惠”。

万历十五年，“疫病盛行”，万历皇帝下旨：“精选医

官人等，多发药料，分投诊视施给。”

皇帝下旨应对的疫灾，一般是比较重大，有一定

滞后性，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的救治则更为及时。 洪

武末年，徐州大疫，知州杨节仲“遣医四出疗治，躬
自督视”。 成化年间， “淮郡疫疠大行，死者相

枕”，总督湖广江西等都司直隶各卫所官军漕运事

务的陈锐“命医分投诊视给药”。 除了官方，民间

也不乏急公好义者参与疫病救治。 如成化年间，松
江府瘟疫流行，华亭人吴麟“出白金五十余两，市药

以惠贫”。 万历十五年，临漳瘟疫大行，冯崇儒善

医，“施药，全活者甚众”。
４．灾民赈恤机制

一是蠲免赋税。 如永乐九年，河南磁州、武安等

县民疫死者三千五十余户，荒芜田土千三十八顷有

奇，成祖将该地赋税予以蠲免。明代因疫灾蠲免的

不仅有当年的税粮，还包括往年拖欠的逋负；蠲免的

不仅有税粮，还有徭役及其他杂项征收。 如成化十

四年，由于浙江宁波、绍兴、台州等府灾疫流行，朝廷

下令免去浙江府县收买花木。除了直接免除赋税，
有时也采取折征的方式。 用地方特产代替正税，将
粮食留在当地。 如宣德年间，江西宜黄县“连年遭

疫，死亡者多，官田重租，艰于征纳”。 宣宗命将税

粮折成土产苎布缴纳。

二是赈济钱粮。 如永乐九年，河南、陕西发生疫

灾，成祖“遣使振之”。 嘉靖二年七月，南京大疫，
皇帝“命抚按有司加意优恤”。 赈济的钱粮，一般

来自国库，有时候皇帝也会从内帑中拨发。 天顺元

年五月，山东诸府人民饥疫，英宗发内帑银赈济。

成化二十年，山西、陕西、河南发生大饥荒，同时瘟疫

流行，以致饿殍横途。 宪宗也“特颁府帑”赈济。
三是掩骸助葬。 如景泰七年春夏，湖广黄梅县

“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

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官府组织里老新

邻人等将死者予以掩埋。成化七年五月，京城大疫

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于路，宪宗下诏让顺天府、五城

兵马司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

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还命巡河御史将通州、
临清沿河暴露的尸体一并掩埋。除了组织掩埋疫

死者，有时对贫家也补贴安葬费。 如弘治十年九月，
山东蓬莱、黄县发生瘟疫，孝宗下令对“死亡尽绝及

贫不能葬者，给以掩埋之费”。
５．恢复生产机制

疫灾过后，一方面，人口死亡流徙，农业劳动力

缺乏；另一方面，灾民生活困难，生产资料缺乏。 因

此，恢复生产，一般从增加劳动力，提供生产物资着

手。 永乐八年，福建邵武府境内大疫，“民死绝万二

千余户”，大量田地无人耕种。 当地官员建议让轻

刑犯人（杖罪囚徒）进行耕种。嘉靖二年，南直隶

庐凤淮扬四府、滁和徐三州，以及应天、太平、镇江等

多地“以疫之死者十之二三”，朝廷即“谕天下有司

先招来逃亡，给之牛种，令其复业。 其绝户荒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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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人佃种而宽其徭赋”。嘉靖前期，凤阳连年旱疫，
百姓多流亡他处，田地多有荒芜。 十三年，“敕有司

查勘荒田，招集流（移），给以牛种，督劝耕垦”。
６．疫灾应对的监察机制

加强监察对于有效防范和及时应对疫灾具有重

要的作用。 如成化六年二月辛未，因为“疫疠大行

于闽粤，灾异迭见于淮南”，宪宗遣刑部左侍郎曾翚

等巡行天下，要求他们“考察诸司官员，奉公守法、
廉明仁恕者以礼劝奖，贪酷害民者为民，老疾罢软误

事者致仕冠带闲住”。 嘉靖四十年，朝廷发米粥药

饵给京师流民，有关部门给散非法，以致“贫弱者无

济，有力者滥与”。 于是，下令“户部移文各抚按官

督率守令，招集安抚，毋事虚文。 若仍前玩愒，治罪

不赦”。对疫灾处置不力的官员要予以严惩，对于

救灾及时的官员应褒奖。 成化年间，工部主事费瑄

奉命治理吕梁洪，颇有作为，发生瘟疫时，“瑄设法

赈济，所全活众”，嘉靖二年，嘉靖帝“命祀故工部主

事费瑄于吕梁洪”。朝廷的认可对于激励其他官员

妥善应对疫灾应该是颇有意义的。

三、明代疫灾应对机制的弊端

１．医疗资源不足，无法及时救治病人

明代官方医疗机构是惠民药局，负有救灾之职，
但常常因为药料缺乏而应对乏力。 如永乐九年，陕
西所属军民大疫，就因“官无药饵” 而 “致死亡者

多”。 正统十年，延绥沿边诸军寨疾疫时行，因无

药饵，数万军士只能坐以待毙。成化十七年，“陕
西、甘肃等十余卫所医药俱缺，疾疫无所疗治”。
万历八年，遂昌县大疫，然而“难得药饵”。 此外，
惠民药局的设置也不尽合理。 按规定，明代惠民药

局多设在州县，而大量生活在乡村的百姓却难以得

到及时治疗。 如万历三年十月，灵川县“邑民病，多
死伤，村疫尤甚”。 万历四十六年，赣县“民病疫

疠，乡落尤甚，阖门死者相枕籍”。
２．防范意识淡薄，易于诱发或加重疫灾

因为人群聚集诱发或致疫灾加重的主要有以下

几种情况。 一是大型工程建设时人群聚集。 如永乐

二年三月，为修筑北京城，天下工匠集于京师者，疫
死甚众。永乐十一年，朝廷发杭州嘉兴、湖州、衢
州、苏州、松江等府军民十余万修筑海堤，役民“屡
经寒暑，疫疠大作，死者载道”。 隆庆六年，下邳有

治河之役，大兴卒徒，如皋百姓 “往役者，疫死过

半”。 二是赈济饥民引发的人群聚集。 如嘉靖三

年，长江南北大旱，数百万流民赴南京就食，“有司

设粥，随食随毙，至春蒸为疾疫，比屋死亡，百无一

存”。嘉靖四十年四月，朝廷发米粥药饵给京师流

民，其他地方灾民听闻后络绎而来，“群聚日久，蒸
为疫疠”。 万历十六年，常熟县大饥，官府在寺观

煮粥赈济饥民，以致饥民聚集， “染疫死者几万

人”。 三是监狱囚犯聚集。 如正德十六年，数百人

受宁王宸濠或钱宁、江彬之案牵连入狱，六月“疫疠

大作，瘐死者甚众”。 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原定五

年一次的热审已经逾期两月没有进行，“会署雨，狱
中多疫”。

３．疫病知识欠缺，导致应对中的非理性行为

明代人们缺乏疫病防范和治疗的知识，疫灾发

生时，出现了许多非理性的应对行为，有不惧瘟疫传

染的，也有染疫后不去就医而采取祈神等方式祛疫

的。 如正德十四年春，武定州大疫，“民间讹言禁畜

猪，一时屠宰种类几绝”。 嘉靖十六年，阳高县黑

眚为灾，遇之辄病死，不利于小儿，传言畏马，人多以

马逐之。弘治年间叙州饥荒之后，疫疠继作，然而

“夷俗尚鬼，而不知医”。 嘉靖初年，应天府大疫，
府丞寇天叙“施医躬视之”，当有人劝告他时，却说：
“我为百姓，疠岂干耶？”

４．制度僵化，政治腐败，疫灾应对低效

明代前期，不少地方官员临灾还可以“先赈后

闻”，越到后期，就越不敢越雷池半步，林希元指出：
“尝见往时州县赈济，动以文法为拘，后患为虑。 部

院之命未下，则抚按不敢行；监司之命一下，则府县

不敢拂。 不知救荒如救焚，随便有功，惟速乃济。 民

命悬如旦夕，顾乃文法之拘，欲民之无死亡，不可得

也。”相对于其他灾荒，疫灾具有突发性、致命性和

强扩散性等特点，因而需要更为及时的应对。 如果

受制于制度的约束，难免坐失救治良机。
政治腐败也是明代疫灾应对低效的一个重要因

素，尤其到了明代中后期，皇帝怠政、官吏渎职，严重

影响了救灾的效率。 如崇祯十六年二月，大疫肆虐

京师，然而直到七月，崇祯才下令“出千金资太医院

疗疫”。 这样的应对效率显然太低了，以致每天死

亡人数达万人。比这更恶劣的是，最高统治者对疫

灾的漠视。 万历二十八年六月丁酉，因为畿辅荒疫，
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乞垂宽恤弛额外之征”。 万

历皇帝“不允”。在地方，官吏应对不力的也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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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以至时人有“县治萧条甚，疲民疫病多”之叹。
总之，到了明代中后期，救灾制度的僵化，政治

的腐败，疫灾应对愈发显得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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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ｌｉｍｉ⁃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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